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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煉成為女教授的遙迢長路：德國女性

學術人員生涯發展之管漏現象探析

張源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授

摘　要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法，探究德國女教授的生涯發展所受的歧視與險阻；在

德國大學發展的歷史長河，隨著社會變遷與女性運動所帶來的壓力，自 20 世紀初

大學做為女性的禁地才慢慢解凍，但至 1990 年代末，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

獲得教授任命的機會仍遠低於男性，此因學術成就與卓越的認定深具男性色彩，

再加上女性學術網絡貧乏，而導致其學術成果難以獲得相應的重視，因此女性學

術人員的「管漏現象」一直存在著。近年來女性教授任命的比例雖已大幅改善，

但女性常被任命為較低職級的教授，此因學術界之男性色彩烙印難以根除，學術

結構不利於女性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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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use documen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profession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female faculty members of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During its long history, a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is situation slowly began to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onetheless, despite having the requisite qualifications, by the 1990s relatively few 
women gained academic appointment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have been male bias 
in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less extensive academic network of 
females,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achievements receiving less recognition. This situation 
has given rise to wha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leaky pipe” phenomenon.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faculty has begun to increase, they tend to 
occupy lower positions in the academic hierarchy. At present, the gender bias in German 
academia continues to thwa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female 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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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被譽為「原子彈之母」（Mutter der Atombombe）的 L. Meitner（1878―1968

年）出身於猶太家庭，年甫 28 歲即為維也納大學的第二位女博士，隔年旋即赴

柏林大學繼續深造，但由於當時普魯士地區的大學仍為女性禁地，因此歷經百般

周折後，才勉為其難地將她安排為化學家 O. Hahn（1879―1968 年）之助理，並

委身於實驗大樓裡一間原本為木匠工場、堆滿儀器的偏僻角落進行實驗，不僅

進出實驗大樓不得從大門穿越、僅能從偏門走道，且被禁足於學生實驗室之外

（Bunde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2013; Osiezki, 1990）。

一次大戰爆發後，Hahn 被徵調參軍進駐前線，Meitner 則繼續揮汗推進實驗

工作，並發現放射性元素「鏷」（Protactinium），但論文發表時，遠在千里外參

軍的 Hahn 仍掛名為主要作者（Osiezki, 1990）。或許這樣比較容易受到期刊編輯

的青睞、增加讀者的接受度，因為當時世人普遍認為女性具有「弱智」傾向、難

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之後她在核物理學領域雖迭有建樹，但遲至 1925 年、已近耳順年齡才被柏林

大學任命為實驗核物理學之「編制外教授」（außerordentliche Professorin），成為

德國該領域的第一位女教授（Osiezki, 1990）。但好景不常！ Meitner 僅享有數年

的安穩歲月，即需懷著忐忑難安的恐懼心情面對德國納粹政權之崛起；1938 年已

屆耳順之年、頂著蒼蒼白髮的女科學家，為逃脫納粹之追捕，不得不放棄累積大

半生研究成果的實驗室，倉皇逃往瑞典並持續其研究工作；同年，她發現「鈾」

之裂變現象，並「無私地」寫信告知 Hahn，後者「毫不客氣」地隨即發表在自然

科學之重要期刊，據此 1944年Hahn摘下學術桂冠、榮獲諾貝爾化學獎（Universität 

Humboldt, 2015）；而後 Hahn 的聲譽如日中天、躋身為名揚天下的頂尖科學家之

列，而 Meitner 仍一如她那個時代的傑出女性，僅能繼續默默無聞地側身於男性光

環的陰影下（Osiezki, 1990）。

而後，為了表彰Meitner對核物理學之傑出貢獻，才將第 109號化學元素「䥑」

（Meitnerium）以她為名，但此遲來的學術桂冠僅能戴在其屍骨無存的一抔黃土

上，因為那時候她已逝世長達 1/4 世紀（Reeves, Chessin, ＆ Chambless, 2007）。

前述 Meitner 的學術生涯發展之崎嶇道路，幾乎可視為傳統德國女性學術人員

之縮影，尤其她邁向大學教授職位的漫長歷程，在德國非屬特例，反倒是一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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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代表，而成為本研究論題之範例；時至今日，德國女性學術人員的生涯發展困

境雖已有所改善，但男∕女學術人員比例仍嚴重失衡，其隨著不同發展階段之晉

升所產生日益明顯的比例差距之漏斗圖形，在學術界被稱為「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Baer, 2007; Schlüter, 2011; Wissenschaftsrat., 2007）。從性別角度檢視德

國女教授之任命，就像是拿著放大鏡檢視傳統德國社會傑出女性邁向成功所需歷

經之險阻與艱辛，故本論文題目以此做為隱喻，題名為「熬煉成為女教授的遙迢

長路：德國女性學術人員生涯發展之管漏現象探析」。

長期以來德國女性學術人員的生涯發展之險阻為何？其所受的歧視為何？

歧視如何產生？現今她們是否已能灑淚播種、歡呼收割？本文透過文件分析法，

尤其是德國聯邦政府（Bundesregierung）、聯邦議會（Bundestag）、聯邦統計局

（Statistisches Bundesamt）、聯邦法務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聯邦教

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聯邦－各邦－委員

會（Bund-und-Länder-Kommission）、學術審議會（Wissenschaftrat）等機關之法 

規、政策、統計數據與報告書，並兼及學者之專著加以探究。

誠然，近年來臺灣有關女性議題的研究已累積相當豐富的學術成果，但前述

研究多奠基於英文文獻，且對德國相關議題的探究相對地十分貧乏，而本研究不

僅多以德文文獻為主，且聚焦於德國女性學術人員之生涯發展，因此能充實目前

臺灣仍較欠缺之相關研究成果。再者，在德國對於前述議題之探究雖已累積相當

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這些深具價值的研究，多基於單一觀點，例如女性的學術發

展與家庭之協調問題等（Nave-Herz, 2014）；而本研究奠基於前述已發表的研究

成果，且從溯源之歷史角度，並輔以最新的統計數據，系統性地耙梳德國女教授

的生涯發展所受的歧視與險阻。

德國大學女教授之任命涉及的議題複雜且時間跨度寬廣，為期能更深入掌握

相關議題的發展背景，首先闡釋德國大學的學術體制，以及男性在該體制中的支

配地位，而後再從不同發展階段—劃分為 20 世紀中葉前後與 21 世紀轉折前後—

之教授任命及其所彰顯的意涵。

貳、德國大學之學術體制及其掌門人

德國學術體制，尤其是講座制度，對於女性學術人員的生涯發展有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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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此以下先說明講座制度下的學術體制，而後再進一步闡釋男性在該體制所

占據之支配性地位。

一、講座制度下之學術體制

相較於其他現代國家，德國大學間的「均質性」一直被視為其核心特徵

（Spiewak, 2006）；因此學術人員間的職場競爭主要存在於不同級別的學術群體，

而非大學機構之間，亦即學術人員的學術生涯發展是否成功，主要是以被任命為

某層級教授職位而非哪個大學來衡量。

在人事結構上，德國大學的學術人員可以劃分為教授∕教授輔助人員

（subprofessorial staff）兩大類，且在傳統講座制度下，一個講座通常只設一個講

座教授（Ordinarius），其居於大學學術體制的金字塔頂端，而且教授為政府任命、

具有終身教職（tenure）的國家公務員，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與學術自由，並具

有規劃與支配該講座之教學、研究、資源配置與人員聘用的相關權限，其他輔助

人員都是圍繞著教授開展工作（Pritchard, 2006）。據 Enders（1996）的統計，教

授／輔助人員的比例大約為 3：7；至 21 世紀後，前者大約僅占 1/5（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6; Wissenschaftsrat., 2014）；詳細統計數據如表 1。

表 1　2006 － 2015 年德國大學學術人員中之教授比例

年代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比例 22.3% 21.7% 20.9% 20.2% 19.7% 19.7% 19.5% 19.3% 19.4% 19.4%

資料來源：整理自 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16: 24）

德國學術人員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其在高等學校的學術生涯發展包括 3 個

階段：1. 博士後研究，或是獲聘為學術助理（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以

準備其教授備選資格（Habilitation）；2. 通過「教授備選資格」後擔任私聘講師

（Privatdozent）；3. 任命為（講座）教授；教授分為 C2-C4 等 3 個薪俸級別，其

中 C4 教授等級最高，不同級別教授的差異不只體現在收入上，在資源分配與學術

聲望亦有差別；在新式 W 制薪資（Besoldungsgruppe W）中，前述層級劃分轉換

為 W1―W3（Bundestag., 2002）；例如以甫公布的 2016/017 年教授薪資等級為例，

不同職級教授的基本薪資有相當差異，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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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2017 年德國 W1―W3 教授之基本薪資

薪資等級 基本薪資（歐元／月）

W1 4,460.67

職級 1 職級 2 職級 3

W2

W3

5,541.73

6,193.71

5,867.71

6,628.34

6,193.71

7,062.99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ndesregierung.（2017: 11）

在前述不同發展階段中，講座教授居於大學學術體制的頂端，據此 Weber

（1972）即稱德國古典大學為「講座教授大學」（Ordinarienuniversität）；Bruch

（1989）甚至稱講座教授制度為極權制的權力關係。德國大學的講座教授制度直

至「1968 學運」（Studentenbewegung von 1968）才在某種程度上解構，從而奠

定了大學內部較廣泛的民主權力制衡原則（Küpper, 2002）；並落實於 1976 年制

定的《高等學校基準法》（Hochschulrahmengesetz）第 42 條之多元化大學成員，

此含教授、講師、高等學校助理（Hochschulassistent）與特聘教師（Lehrkräfte für 

besondere Aufgabe）等（Bundestag., 1976）；亦即非如同過去完全由講座教授掌

控的權力關係，但至今教授在德國大學仍享有相當大的權力（Kreckel, 2008; Paris, 

2001）。

再者，所有的講座教授一定是教授，但反之並非所有的教授都是講座教授。

68 學運後，講座教授的權限在某種程度被限縮，連帶地在 1970 年代講座教授

的頭銜也被廢止，但該頭銜仍存在於某些邦，例如《巴伐利亞邦高學學校人事

法》（Bayerisches Hochschulpersonalgesetz）第 12 條第 3 項之規定（Bayerische 

Staatsregierung., 2006）。

在前述獲得博士學位後的 3 個學術生涯發展階段中，通過「教授備選資格」

堪稱為最重要的里程碑，其為學術人員獲得博士學位後證明研究能力之重要關

卡，過去為教授任命的必要條件，被視為博士論文之外的「第二本書」（zweites 

Buch）（Wissenschaftsrat., 2001）。花費在這種高度專業化、艱難的研究與撰寫過

程所需時間因學科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平均需要 6-8 年時間，通過後學術人員大

都已超過不惑之年（Wissenschaftsrat., 2001）。通過該資格後，候選人若未被任命

為教授，可以先擔任私聘講師，但無法保證最終獲得教授職位，而且在私聘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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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位上他們可能還要再等待至少 2-3 年，才能被任命為教授（Wissenschaftrat., 

1996）。

質言之，德國教授職位極為有限，遠遠少於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數量（教授

人數占學術人員的比例極低，如表 1），所以不少人面臨著非升即走的問題和挑

戰。對於那些年逾不惑卻未能晉升為教授者，另謀符合其學歷的工作異常艱難，

不少人因此陷入人生的窘境，甚至成了「計程車司機博士」（Dr. Taxifahrer）（Fehse 

& Kerst, 2007; Schlegelmilch, 1987）。

二、男性做為大學掌門人

教授職位與性別間的錯綜複雜關係，Bourdieu 與 Wacquant（1996）逕以「幻

象」（Illusio）概念描繪占有核心地位的評鑑機制；該概念為特定社會場域（例

如學術界）的遊戲規則，且為行動者所確信。在前述的基礎上，Krais（2000）、

Geißler（2012）又進一步指出，學術界的幻象是指相關行動者確信「純粹」學

術應該且可以獨立於其他領域，不容受到染指，且能依照客觀的「功績原則」

（meritokratisches Prinzip）聘用新成員，並據此原則評鑑內部成員的學術表現。

基於前述之「幻象」，人們總以為學術界是依據學術能力進行評鑑，而無需

顧及性別因素，否則將違反功績原則（Lipinsky, 2012）。從德國諺語來說，就是「嚴

格但公平！」（hart aber fair!），此導致教授任命與性別的關係未受到檢視與重視，

在學術研究上亦較乏從溯源之歷史角度、系統性地探究該議題。

從性別角度考察德國大學之教授任命，不僅應探究女性自何時起得以被任命

為教授，而且還應從歷史上回溯、揭露為何女性難以在教授職位上「攻城掠地」；

質言之，需進一步回溯至中世紀時期大學創立後，「以男為尊」的觀念如何與學

術、高等教育機構緊密交纏在一起。

針對前述問題，Noble（1993）與 Lundt（1996）的專著曾詳細闡釋，男人做

為高等教育機構的領航人，早已存在於大學創立之初的中世紀時期，且至今烙印

猶存，因為自中世紀時期，學者做為一種職業即具有「宗教禁慾之烙印」，並隨

之發展為禁止女性進入大學深造、國家與教會的職位僅為男性開放等。這種觀念

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而逐日根深蒂固，流風所及大學不僅為學術研究之場域，更

是成為專屬於男性的「領地」，所以教授們在大學校務會議所展開的唇劍舌槍，

在19世紀就有「校務會議裡的男人鬥爭」的說法（Paletschek, 2012: 296）。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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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男人才有可能在校務會議唇劍舌槍，女性則不得其門而入。

傳統上，由於高等教育領域，尤其是講座教授，長期淪為男性把持之「禁臠」，

且受到男性色彩之烙印過深，使得教授職位被視為專屬於男性，反觀之對於那些

未獲教授任命的男性「私聘講師」，人們常常以憐惜而哀惋的口吻形容其為「苦

候而無固定收入」（abwartende und unbesoldete）（Kaesler, 2003: 35）；甚至負面

地在形象上加以女性化，比喻為「待嫁新娘」（abwartende Braut），他們僅能消

極地靜靜守候權高望重的講座教授送出秋波，「苦苦地佇候，等待男人主動出擊、

追求 ...」，甚至醜化為「乏人問津」的「老處女」（Schmeiser, 1994: 66）。換言之，

在學術人員的生涯發展上，僅僅「有權有勢」的教授堪稱為「男子漢」，而那些

尚未被任命為教授的私聘講師僅能「屈居為女性」，他們只有被其他有權勢的男

人認可與接受、榮登教授「寶座」後，才能「轉性」為真正的「男子漢」。

回顧歐洲大學的發展，迄 18 世紀才有寥若晨星的個別女性學術人員獲得教授

頭銜，例如波隆納學院（Bologneser Akademie）的物理學女教授L. Bassi（1711-1778

年）在 1745 年獲得有給職的教授職位（Ceranski, 1996）。在德國境內，1900-1909

年間才陸續開啟象牙塔的窄門、准許女性進入大學深造（Ceranski, 1996; Dickmann 

& Schöck-Quinteros, 2000; Mazón, 2003; Vogt, 2007; Maurer, 2010）；1920 年始賦予

女性得申請「教授備選資格」的權限（Boedeker, ＆ Meyer-Plath, 1974）；1923 年

才誕生第一位女性講座教授 M. v. Wrangel（Fellmeth, 1998; Szöllösi-Janze, 2000）；

1965 年 L. Herforth 成為德勒斯登工業大學（Dresden TU）、東德第一位女性大

學校長；1966 年 M. Becke 為海德堡大學、西德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Türck, ＆ 

Becke-Goehring, 2008）。若從 1386年德國境內設立第一所海德堡大學起算（Siebke, 

2009），足足超過 5 百年的歷史，女性的蹤跡一直被禁絕於象牙塔外，僅在約近

百年時間才得以側身於大學；依據前述 1386 年迄 1966 年間的幾個德國大學發展

史之里程碑年代，圖示如下；另外，為了能在篇幅中容納前述近 6 百年的時間間 

距，以下以 30 年為一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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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女性在德國大學發展史之重要里程碑

由圖 1 所示，德國大學窄門對女性排拒之解凍是一段緩慢歷程，且至今影響

猶在；根據 2006 年的統計，德國女教授比例為 14.2%，在歐洲敬陪末座（Lind, 

2007）；尤其最高職級的教授比例僅有 9%，與荷蘭（7%）成為墊底的難兄難弟，

如圖 2。至 2010 年，女教授的比例雖已上揚，但亦僅有 17.5%，呈現男∕女性教

授比例之嚴重失衡現象（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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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6 年最高職位的女教授比例之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 Lind（2014: 4）

若從整體學術生涯發展歷程來看，德國與歐盟國家相較，二者雖都隨著學術

歷程之晉升，男女比例的差距逐漸擴大，但德國之男／女失衡現象，無疑地遠甚

於後者，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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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0 年德國與歐盟國家男／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Wissenschaftsrat.（2014: 92）

參、20 世紀中葉前之女教授任命

為更清晰耙梳 20 世紀中葉前女教授任命的歷史發展脈絡，以下先說明「家族

型大學」（Familienuniversität）過渡至「功績型大學」（Leistungsuniversität）之

轉變，而後再進一步探究教授任命的各種不平等類型。

一、家族型大學／功績型大學之教授任命

依前述，大學教授之任命主要依據嚴格評鑑基準，係屬學術界之「幻象」；

若從性別角度檢視德國大學之教授任命體制，可以進一步揭露其所謂的客觀基準

潛藏著扭曲現象。

為改善女教授任命的不平等問題，早在 1875 年德國即曾提出明訂女教授之

應有比例，或是設立晉用女教授之比例的相關建議，當時所涉及的向度非僅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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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別，且包含出身地域、宗教信仰與政治傾向（Degele & Winker, 2009）。例如

猶太出身的女性歷史學家 H. Hintzer，「不幸地」兼具女性與猶太人之性別與宗教

信仰的雙重「不利因素」，而使其在教授任命歷程上飽受歧視（Oestreich, 1985; 

Schöck-Quinteros, 1997; Walther, 2003）。反之，不同類型的「有利因素」則形成

教授任命之加乘效果，例如在 1900 年代左右，信仰新教、出身「教養市民層」

（Bildungsbürgertum）、具有國家主義政治傾向的私聘講師在教授任命上最具優勢

（Paletschek, 2012）。質言之，其實某些潛在結構會影響「客觀基準」的客觀性。

前述潛在結構對於教授任命的影響，尤其體現於「家族型大學」時期；該概

念由 Moraw（1988）所提出，其指出 15 至 19 世紀左右，大學教授新成員之任命

普遍存在著「近親繁殖」現象，亦即任命現任教授之家族成員，例如任命前者的

女婿、兒子、侄子、連襟或兄弟等，即使他們缺乏卓越才識、出眾資質，亦享有

此優先權。

但前述之不平等現象，並非僅存於家族型大學時期，Moraw（1988）進一步

指出，即使在 19 世紀中葉迅速興起、重視成就表現的現代「功績型大學」亦然；

該時期之教授任命雖非「近親繁殖」，但其擇才基準依然受到社會與政治因素的

影響、欠缺客觀性，但該問題未被充分意識與探究，因為社會與政治因素常被歸

結為候選人學術能力的一環，亦即學術能力內部之固有成分，因此隱而未顯，較

難被察覺；再者，前述問題在大學之歷史發展上雖綿延流長，但學術界總以「學

術自由」、「功績原則」為名，將大學形塑為純潔、神聖不可侵犯的象牙塔，進

而杜絕學術與教授任命受外界之「干擾」。

從家族型大學過渡至現代功績型大學，其教授任命基準本身之轉變難以詳細

考察，但 Siemann（1987: 326）指出，至 19 世紀末教授任命不僅注重候選人的研

究能力，而且其教學能力亦為重要指標，甚至後者比前者更受重視，而後再進一

步考量候選人之其他條件，此具現於 1840 年一份在哥廷根（Göttingen）之教授任

命的檢核題綱：

（一）候選人的講述是否出色？做為私聘講師是否受歡迎？（二）是否具有

良好之人格特質？其與同事的關係如何？（三）其政治觀點與原則是否無嚴

重瑕疵？（四）其社會地位為何？例如薪資多寡？（五）是否健康？年齡多

大？是否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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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份題綱除了著重候選人的研究與教學能力外，亦強調其生理狀況與社會條

件，例如健康狀態、政治觀點與人際關係等。

19 世紀至 1970 年代，新進教授並非經過公開程序遴選，這使得候選人的人際

關係與學術網絡成為至為關鍵的影響因素；為獲得教授任命，候選人最好平時即

能廣結善緣、認識遴選委員，這些委員甚至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以便能從不同

管道蒐集候選人之相關資訊，例如從候選人的同窗或同事打探消息，透過各種非

正式管道選拔新成員，此有助於再製 Bourdieu（1976）所稱的大學教授之「慣習

結構」（habituelle Struktur），且能避免未來同事間互動之扞格不入；但從另一觀

點來看，亦可能造成候選人的研究與教學才能未受應有的重視，因而在教授任命

的基準上缺乏客觀性，甚至出現結構性扭曲。

綜言之，在教授任命上存在著結構扭曲的現象；在家族型大學時期主要表現

於新成員的任命多來自現任教授的家族成員，而在功績型大學時期的任命，則有

利於學術網絡豐沛的候選人。

二、女教授任命之不利結構

19 世紀下半葉後，依 Baumgarten（1997）與 Paletschek（2001）之探究，大

學從家族型大學過渡至功績型大學後，教授任命制度有長足的改善：首先，從「大

學家族」（Universitätsfamilie）引進新成員的情況銳減，而後不再優先錄取在地

人（Landeskind），接著減少「留校任命」（Hausberufung）；前述制度之遞變，

自 19 世紀 70 年代起，最先出現於自然科學領域，而後逐漸擴展至醫學、法學，

以及哲學－語言學－歷史學領域。這些結構性因素之影響力逐漸消退，而非正式

網絡關係的影響力則不斷地上揚，並逐漸凌駕前者、躍升為教授任命之主導因素

（Weber, 1984）。

除了前述之人際網絡關係外，Paletschek（2001）進一步提出，教授任命尚存

在著結構性歧視和特權化現象，此形成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且會受到當時政治與

社會發展的影響而有所變動，例如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 1/3 時期，新教徒、男

性且居於教養市民層之候選人，在教授任命上具有結構之優先性；尤其出身教養

市民層一直居於教授階層之主流，例如在一次大戰前夕大約超過 40% 大學教授來

自中上階層，至 1930 年代該比例甚至上揚為 2/3。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在 1918 年 — 1933 年 間 之 威 瑪 共 和 國（Weim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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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k），出身於中下階層的教授比例呈現停滯狀態，其主要原因在於學術人

員被任命為教授前的歷程耗時費日且又收入微薄，尤其必須經年累月地準備「教

授備選資格」，之後即使通過該資格、擔任私聘講師，亦僅能獲得微薄的鐘點費

（Kolleggeld），而且最初並無帶薪的助理職位（Paletschek, 2012）。質言之，學

術人員平均在 40 歲、獲得教授任命前，其在大學工作的薪資通常不足以維持基本

生活開銷，此意味著尚需仰賴家庭資助，這在臺灣被戲稱為「啃老族」，或者需

兼職其他工作，始足以存活。對此，Weber（1919）更直白地說，德國學者的學術

生涯必須以「財閥」（Plutokratie）為後盾。

再者，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尤其是女性學術人員，在申請教授職位時飽受歧

視，這些結構性因素在各個專業領域有不同的影響程度，例如其在自然科學領域

所受的歧視現象較少、獲得教授任命的機會要多一些，因為這些領域與學術人員

的「世界觀」之聯繫最少，較容易樹立客觀性基準（Paletschek, 2012）。

除上述的社會因素外，獲得教授任命的機會還與大學的擴張速度有關，例如

1890 年至 1910 年間，大學擴張處於停滯狀態，學術後進與具有教授備選資格者供

大於求，所以獲得教授任命的機會大幅降低；以圖賓根大學為例，私聘講師僅有

55% 獲得教授職位，哲學系甚至僅為 40%，但在 20 年前，則有 70% 被任命為教

授（Paletschek, 2001）。當然若是學術後進的培育大幅增加，苦候教授職位的時間

將更為漫長；據此，Weber（1919: 585）提出，一名私聘講師最終能否成為教授，

「完全是一場賭博」。

大約在 1880 － 1930 年間，人們已意識到，私聘講師且為天主教徒、非普魯

士人所受的歧視非常嚴重，此源自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氛圍；而私聘講師且為猶太

人與女性所受的歧視尚未獲得關注（Paletschek, 2012）。換言之，前述族群雖都受

到某種程度的歧視，但前者的不利地位至少已被意識到。

就宗教信仰而言，要擠身為大學教師，天主教徒明顯地比新教徒困難得多；

1909 年在圖賓根大學信仰天主教的學生約有 30%，與該邦之天主教徒人口比例相

近，然而在 1890 — 1909 年間，信仰天主教的私聘講師僅為 13.2%，後者的比例僅

為前者的一半，而在教授層級，該比例更驟降為 12%；前後的落差，尤其體現於

社會人文學科領域，在該領域天主教徒幾乎毫無機會被任命為教授，因為當時的

學術界被新教徒牢牢地掌控，而天主教徒被前者視為次等的（Paletschek, 2012）。

1871 年在普魯士王國主導下，多數日耳曼邦國統一為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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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reich）；新成立的帝國在面對各方天主教徒的壓力下進行協商，在所謂的「世

界觀專業」（Weltanschauungsfach），例如歷史學與哲學等專業，特別為天主教徒

保留教授職位，但該類教授職位之設立不僅引起新教徒，甚至連部分信仰天主教

的學者亦持異議，咸認違背「功績原則」，甚至有些受惠於保障名額、躋身為教

授之列的「利益既得者」，亦感受到其職位的獲得非基於公平競爭而備受歧視，

最後亦紛紛加入反對陣營；該措施一直持續至 20 世紀下半葉，可視為「保障名額

規定」的早期形式（May, 1975; Grill, 2008）。

前述措施不僅涉及宗教信仰層面，還包含地域出身；19 世紀晚期，威瑪共和

國時期在符騰堡邦議會（württembergischer Landtag）議員們一再疾呼其境內的圖

賓根大學之教授任命，應優先任命在地人，因為該邦私聘講師的機會遠遜於普魯

士的私聘講師，而使得前者等候教授職位的時間較長，前者平均為 6.6 年，後者為

4.3 年；但是圖賓根大學的教授們對此「無理」要求咸表憤慨，並拒絕在教授任命

上向在地人傾斜（Paletschek, 2001）。

無獨有偶，1945 年，也就是二次戰後，法國在德國的占領區，以及德國西南

方與法國接壤的各邦政府，前述提議又死灰復燃，其理由是為了加速大學內部之

民主化進程，而提議應優先考量天主教徒背景與在地人，其立論的前提假設為：

德國大學長期被普魯士與新教徒所掌控，不僅使得大學內部階級森嚴、敵視民主，

並易於走向納粹之途；但該提議遭到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圖賓根

大學與美因茨大學（Universität Mainz）之強烈反彈，最終亦不了了之（Fassnacht, 

2000）。戰後初期，不僅在前述法國占領區，其他地區如巴登邦政府（badische 

Landesregierung）亦曾推動大學教師「巴登化」（Badifizierung）與「天主教化」

（Katholisierung），其立論基礎類似於前者，但最後亦徒勞無功（Paletschek, 

2002）。

相較於前述有關宗教信仰與地域因素做為教授任命之不利影響因素，在 20

世紀上半葉已獲得重視，但在該時期性別之不利影響因素仍鮮少獲得關注。起

先，女性私聘講師幾乎毫無機會被任命為講座教授，即使在民主的威瑪共和國

時期亦然，她們僅能冀望於新成立的大學或者新興學科領域；例如 1922 年植

物生理學家（Pflanzenphysiologin）M. v. Wrangell 獲聘於霍恩亥姆的農業學校

（Landwirtschaftliche Schule in Hohenheim）；1923 年，M. Vaerting 在 耶 拿 大 學

（Universität Jena）新設立的教育學專業被任命為教授（Wobbe, 199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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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獲得教授備選資格的首位女性歷史學家 E. v. Ranke 的境遇就很典型，

她一直未獲教授任命的機會，直到 1926 年才被一所甫成立的師範高等學校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任命為教授（Paletschek, 2007）。質言之，在 20 世紀

中葉前，相較於準教授候選人的地域、社會階層與宗教等影響因素，性別才是學

術人員生涯發展上更可怕的「事業殺手」。

肆、20 世紀中葉後之女教授任命

以下先探究 20 世紀中葉後男／女教師之相關統計，而後再針對前述統計數字

做進一步評析。

一、男∕女教師之相關統計

過去德國教授候選人的必要條件必須先具有教授備選資格，而在許多專業領

域常僅開放給一名女性申請該資格，而後即對第二位申請者無情地封殺，例如科

隆大學（Universität Köln）在 1922 年接受第一位女性 E. v. Ranke 申請歷史學之教

授備選資格，而後對第二位申請者 H. Wieruszowski（1893-1978 年）即予以悍然拒

絕（Hebler, 2010）；質言之，多數女性學術人員在教授備選資格環節上早已被淘

汰出局，更遑論需通過該資格後的教授任任命了（Vogt, 2007）。

1950 年代初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一篇報告中指出，德國大

學女性教師的比例明顯低於國際水準；西德以 3.2% 的女性教師比例墊底，東德的

比例為 9.5% 居於中間，而英國大學的女性教師比例為 15%，美國的比例更高達

27%（Lorenz, 1953; UNESCO, 1952）。從相關數據的國際對比觀之，西德的女性

教師比例確實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1952 年，「德意志女性學術人員協會」（Deutsche Akademierinnenbund）

委託 Lorenz（1953），向西德的高等學校提出要求，應按計畫任命 12 位女性

學術人員為編制內教授，其中 9 位在大學、3 位在科技高等學校（Technische 

Hochschule），且其中 3 人為講座教授，9 人為編制外教授；之後，西德大學的女

教授比例躍昇為 0.6%，女性私聘講師 3.5%。

Lorenz（1953）進一步指出，德國高等學校的男女學術人員的生涯發展有很

顯著差異：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僅有 13.6% 被任命為教授，而男性則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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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僅 1.5% 為講座教授，而男性為 40.7%；通過教授

備選資格之男性且為私聘講師為 53.5%，而女性則高達 86.4%。質言之，大多數通

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學術人員僅為最低職級的私聘講師，且隨著學術生涯之晉

升，女性比例驟減的現象也進一步擴大，幾乎毫無希望能晉升為講座教授。

1950 年代女教授比例僅 0.6%（講座教授比例更少，僅有 0.06%），該比例過

少的問題不能僅歸咎於女性學術後進不足，因為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比例畢

竟還有 4％；再就 1952 年的統計來看，女性教授∕私聘講師的比例為 1：6.3（9

比 57），而男性則約為 1：1（1392 比 1569）（Lorenz, 1953）。所以，粗略估算，

男性私聘講師獲聘為教授的機會為女性私聘講師的 6 倍。

其次，女性學術人員在不同學科的學術生涯發展差異甚大；在西德高等學校

的許多專業中，如神學和法律，完全沒有女教授；前述 1952 年被任命的 12 位女

教授，其所屬專業分別為醫學領域 3 位、文化學領域 3 位、自然科學領域 5 位、

工科∕建築學（Technische Wissenschaft/Bauwesen）1 位（Lorenz, 1953）。縱觀

1920 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女教授首先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帶薪的職位，Lorenz

（1953）進一步指出，不同專業領域的教授任命機會差異很大：在醫學、自然科

學與工科，女性教授∕私聘講師之比為 1：3.5，而在語言與文化學領域比例驟減

約為 1：10；亦即在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學術人員中，後者僅獲得最低職級的

講師之比例遠高於前者。再者，由於在語言與文化學領域的女性遠高於男性，如

下圖 5，因此使得女性學術人員間的競爭亦格外激烈。

二、女教授比例過低之探究

探究德國女教授比例過低的問題，難以簡要地在幾個段落析縷分條地直陳，

尤其社會現象的呈現多奠基於該社會所深植之文化脈絡。依前述，早在中世紀時

期歐洲大學創立之初，不僅學者做為一種「男性」職業，而且大學成為專屬於男

性「領地」，但其為歐洲大學的普遍現象，因此無法做為德國女教授比例比其他

歐洲國家低之歸因。

針對前述問題，Lorenz（1953）認為有多種影響因素：首先，女性在取得教

授備選資格更為困難；其次學術助理的職位多由男性壟斷，女性「基本上」被排

除在大學教師族群之外；而且，女性學術人員的平均薪資遠低於男性（僅有 1/17

女性講師有固定薪資，而男性則高達 1/3）；再者，女性通過教授備選資格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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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大於男性，因此亦較晚成為教授候選人；在前述重重關卡攔截下，德國女教

授比例偏低也就「理所當然」了。

尤其相對於大多數國家的博士畢業生即具有教授候選人的資格，在德國則需

在博士畢業後尚需通過教授備選資格，而通過該資格約需 6-8 年時間、平均年齡

為 42.3 歲，且需付出極大的時間和精力，致使許多學術後進，特別是女性學術

人員很難兼顧學術∕家庭，因此不少人都無子嗣（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0; 2008）。這使得許多希冀能兼顧家庭的女性怯以大學教授

為生涯發展目標（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0; Nave-Herz, 

2014）。

再者，獲得編制外教授的頭銜，其實僅具象徵地位的提升，對於收入薪資於

事無補，亦不會增加其學術權力，亦即並未改變私聘講師的地位，即便如此，女

性獲得此頭銜者亦少之又少。Hampe（1963）即指出，在 1960 年代，女性私聘講

師獲得編制外教授頭銜，通常也意味著其學術生涯已攀至頂端了，已難以再跨到

彼岸、成為編制內教授。

另外，在教授任命模式之性別差異上，女性私聘講師很少「向外」求職；亦

即其獲得教授備選資格之所在大學，亦通常為其後所任職的大學；再者，幾乎所

有專業學科的第一位女教授，都是通過留校任命的途徑（Schlüter, 1996）。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若是女性私聘講師非透過留校任命獲得教授職位，那就值得大

書特書，例如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öttingen）的女性數學家 H. Braun（Baeyer, 

1954）。Lorenz（1953: 28）即曾斷言：

女性講師被另一所高等學校任命為大學教授，雖非完全不可能，但僅如鳳毛

麟角，更不用說被任命為講座教授了。

在前述種種結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女性學術人員往往與教授任命的建議名

單失之交臂，而使其學術生涯發展崎嶇不平，如此一來又進而嚇阻了許多潛在的

女性候選人，使其對於大學教授職位不敢有「非分之想」（Lorenz, 1953: 29）。

Baeyer（1954）的研究即已指出，德國女教授代表性過低，主要在於教授任

命過程中具有主導地位的男性之「自我複製」，此即占支配地位的男性任命委員

會傾向於提名男性候選人。質言之，女性極少被其他大學任命為教授，這與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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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自男性對於女性有意識的敵視或猜忌，毋寧說是源自以下男性之集體反應：

具有權限擬定教授任命之建議名單者，在某種程度上未將女性視為可造之才…

因此常漠視適當的女性候選人之存在（Baeyer, 1954: 223）。

Hampe（1963: 57）亦曾注意前述問題，他指出：

教授任命若能以候選人之客觀能力為據，而非學術網絡的私交與偏愛，那該

有多好！在這場激動人心的遊戲裡，男性常傾向於彼此吹捧。長期以來，總

是由男性組成教授任命委員會…在這個由男性結盟的委員會裡，女性候選人

乏人問津。這是條古老、顛撲不破的法則：「女性絕不會被任命為教授！」；

在我被任命為編制外教授時，我尊敬的教授 J. Schwietering 曾說：「女性應安

於不被任命為教授的現實！當然人們不會允許男性有意識的、惡意地拒絕女

性，他們對待女性更多的是一種「遺忘」…正是這種遺忘的心理慣性，比起

敵視女性的直接攻擊更具殺傷力！

20 世紀 50 年代末，Anger（1960: 451）曾對德國大學女性教師比例偏低的問

題進行大規模調查，其研究問題為：「為何西德大學的女教授與私聘講師比例甚

低」，不僅在西歐國家墊底，而且法國與英國都至少是德國的 2 倍，更不用說與

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從 Anger（1960）的研究結果顯示，僅有 11% 高等學

校教師對於聘用女性大學教師樂觀其成，40% 則有保留的贊同，還有 40% 堅決反

對；而對於女性大學教師比例偏低的看法，54% 認為女性的智識能力不足，欠缺

抽象思考與創造力，36% 認為大學教師的職業與女人天性相悖，因其缺少必要的

體力、威望與毅力；再者，8 成受訪者認為，比例偏低源自女性本身的侷限，僅有

2 成將問題指向大學與社會之結構性因素。

Angers（1960）的問卷結果表明，在教授任命過程除了智識方面的創造力外，

還有社會與生理等方面依男性角度形塑而成的標準，其中包括候選人的權威、聲

望，以及身強體健等；一般人總認為，高等學校教師職業與性別緊密相關，而且

僅有男性才能駕輕就熟地勝任；再者，不僅智識能力屬於男性稟賦，而且在入理

切情的講述能力方面，女性亦遠遜於男性，因而女性往往不具備站在大學講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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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另一名教師更直白地說出了社會大眾的主流觀點：「女性與大學講臺扞

格不入 ... 她們根本不應該現身於講臺上。」（Anger, 1960: 481）。流風所及，若

女性在學業上獲得優異成績，人們會輕易地認為其源自懸梁刺骨、特別勤奮的結

果，而非來自女性的稟賦，但若是男性，則被歸因為其與生俱來的天賦。

然而，仍有部分高等學校教師意識到，女性教師比例過低現象源自大學的「男

性統治」和「男性結盟」的結果；他們不樂見女性超越自己或位居於更高的職級，

因而透過男性做為象牙塔的守門人，設下重重關卡，將女性學術人員重重加以攔

截（Anger, 1960）。Anger（1960: 502）由此得出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

女性與學術的關係，在人們心中已凝固為一幅無涉經驗的圖景，即使透過相

反經驗的累積，亦未必能修正該圖景；這是一種典型的負面印象…尤其是既

有的男性教師的態度起著決定性作用。

Anger（1960）在研究中還訪談了 3 位高等學校女教師有關女教授比例過低的

問題；一位女教授拒絕發表看法，第 2 位則將前述現象歸諸「女人天性」、女性

對抽象思維興趣缺缺，再加上任命委員會總是由男性組成，「當他們在腦海浮現

出擬推薦的候選人名單時，壓根兒不會想到女性學術人員。」第 3 位女教授則歸

因於「男性敵意」的影響。

1963 年，社會學家 Brentano（1963）分析了研究中受訪女教授的回答，得出

3 種類型：一是不評論型，亦即保持緘默，迴避關於性別平等、女性在學術界被歧

視的現象；第二類的回答與大多數男性同行一樣，接受主流的、男性集體對女性

的刻板印象，但認為自己是例外；第三種，被 Brentano 稱為直言型，坦言受歧視、

不平等對待的經歷，及其晉升教授職位之艱辛。在同一時代，Schindler（1962）亦

曾訪談女性學術人員關於其學術生涯所遭遇的歧視問題，約一半的女性學術人員

予以否認；對此，也許可以解釋為，在深受男性影響的學術圈，女性學術人員必

須適應學術界內主流的規則與視角，進而否認受歧視的經歷，從而避免再度喚醒

過去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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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1 世紀轉折前後之女教授任命

以下先說明不同專業之「管漏現象」，而後再進一步探究學術評鑑基準之男

性色彩與女教授保障名額的相關討論。

一、不同專業之管漏現象

當前關於德國大學之女教授任命情況，或者更確切地說，女教授比例過低的

問題，已有社會學視角的研究，這也是源自現實壓力，因為德國大學女教授比例

長期以來遠低於國際水準已開始啟人疑竇，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

Lind（2007）從學術生涯發展之回溯角度比較分析男／女性比例的差異，起

自大學入學迄教授任命、最高職級教授（C4 ／ W3 職級），大約歷時 20 年，並

檢視每個階段的性別比例，如圖 4；在所有的專業領域中，男／女性在獲得大學入

學許可的比例不相伯仲，但隨著學術生涯的發展，男／女性比例之差異日益懸殊

（Bund-und-Länder-Kommission, 2007）。前述男／女性學術人員隨著不同發展階

段之晉升，所產生比例差距日益擴大之漏斗圖形，現今被稱為「管漏現象」（Baer, 

2007; Schlüter, 2011; Wissenschaftsra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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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86-2005 年德國大學男∕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nd-und-Länder-Kommission（200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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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語言與文化學領域為例，獲大學入學許可的女性比例高達 71%（1986

年），但被任命為 C2 / C3 教授層級者僅剩 40%（2003 年－ 2005 年間），下降

31%，而被任命為 C4 / W3 教授層級者僅有 30%（2003 年－ 2005 年間），下降

41%，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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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86 － 2005 年語言與文化學領域男／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nd-und-Länder-Kommission（2007: 64）

與前述專業領域的情況相似，在醫學、農業學、營養學與森林學，入學者的

女性比例與初次獲聘教授者的女性比例差距很大－下降近 30%（Lind, 2007）。但

在工科領域方面，隨著學術生涯的發展，女性比例則一直保持穩定狀態，1990 －

1992 年女性大學新生占 14.0%，至 2008 － 2010 年間，女教授比例仍維持在

13%，亦即隨著學術生涯之晉升，女性幾乎沒有「流失」，如圖 6.。綜合前述不同

學科的相關統計，性別比例在不同的學科專業有極大的發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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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90 － 2010 年工科領域男∕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2013: 245）

過去許多流行的解釋模型試圖在大學之外，在社會和女性身上尋找女教授比

例過低的原因，亦即在其受教育情況、學習態度或者家庭∕職業協調等方面尋繹

緣由，尤其後者常被視為女性學術人員難以「從一而終」、跳脫學術界的主因。

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未經深思便將前述現象歸因於家庭∕職業之協調問題，缺

乏實證基礎。Leemann（2002b）與 Lind（2004）的研究都指出，女性學術人員

是否身兼母職對其學術生涯發展幾乎沒有影響，亦即撫育後代既不會影響事業發

展，也不會影響其研究成果之出版；但顯然的，要能同時兼顧事業∕家庭，並使

其協調一致，將會對於女性產生較大的負擔，這也是前述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2010）與 Nave-Herz（2014）的觀點。

Krimmer & Zimmer（2003）的研究進一步指出，相較於男教授，有較多的女

教授無子嗣，而且在不同學科有不同的影響程度，如同前述，相對於理工領域方

面的學科屬性與語言能力較不具相關性、較易樹立客觀性評鑑基準，人文與文化

科學領域則具有更大的任務不確定性（task uncertainty），所以後者學術人員的社

會性標誌，例如出身與性別，在績效評鑑過程中占有較大的影響空間，且其「文

化資本」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

此外，Lind（ 2007）指出，女教授代表性過低的原因並非源自學術界與大學

之外，恰恰是出於學術內部結構的原因。質言之，雖然個人因素也會在女性生涯

發展上產生阻礙作用，但是結構性障礙總體上比個人因素更能造成性別之成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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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因為學術人員在大學的生涯發展與講座教授緊密連結，而後者較少鼓勵女性

邁向學術道路，並在聘用助理職位的過程中加以強化；在男性占據大學主導地位

的脈絡下，獎掖女性學術人員常意味著更多的風險，所以她們較少獲得相關的職

位，再加上其學術網絡貧乏、女教授人數較少，導致同性之社會合作關係相對地

處於不利地位。

另外，Krais 與 Beaufays（2005）、Beaufays（2003）的研究都指出，學術成

就或是學術卓越之界定，常受性別因素之左右，男性學術後進常被賦予更大的信

任、支配權限，其成就較容易受到肯定，而且天才常被視為男性所獨具，以致於

性別在教授任命上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男性烙印之評鑑基準與保障名額

女性學術人員比例過低的問題，其原因很多且複雜，但有關教授任命與性別

的研究表明，學術界內部原因的作用大於個人因素。Färber 與 Spangenberg（2008）

即指出，不透明、混亂且由男性主導，以及透過非正式關係網絡的選拔體制，具

有排除女性的趨勢。Zimmermann（2000）亦指出，因為學術成就具有很大的解釋

空間，而使得每個專業領域所特有的「慣習」，使得候選人的人格特質甚至私領

域，都成為教授任命的影響因素；相較於男性，女性常被視為較缺乏相應的適應

能力。

在判斷學術成就與貢獻時，常充斥著性別偏好與社會偏見，尤其一些非學術

因素的作用不容小覷。瑞典在一項關於獎學金分配的研究表明，儘管申請者的客

觀成就與能力是評審的重點，但申請者的性別及其與評審委員會成員的關係，亦

不容小覷（Brouns, 2007; Wenneras & Wold, 1997）。何謂「卓越」？人們往往在一

個非常抽象的層面予以定義，例如具有創新性、創造力等，這些抽象標準在不同

的學科文化有著廣闊的解釋空間，常常未被具體化或經過深思熟慮。根據 Knorr-

Cetina（2002）的觀點，學術人員的相似性，亦即類似的研究導向與風格，在所有

專業領域都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在對學術成就與卓越的判斷上，常受到男性色彩之烙印，因此學術人員能否

獲得關愛眼神，以及學術成就之評估，不僅建基於客觀的研究品質，亦與權勢職

位的掌握、學術網絡的建立緊密交纏，女性由於缺少社會資源，其所能獲得的關

注與認可機會大為降低（Broun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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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女性學術人員由於學術網絡與社會資源較缺乏而產生的不利影響，其觀

點與 Merton（1968）所提出的「馬太效應」（Mathew Effekt）有異曲同工之處，

後者提出，在兩群客觀學術成就相當的學術人員中，相對於學術網絡與社會資源

較缺乏者，那些較早建立良好聲譽者，通常會獲得更多、不相稱的資源與聲望；

質言之，傑出學術人員之顯赫聲名與其說是基於客觀的學術研究成果，毋寧說更

是奠基於較早擁有豐沛的學術網絡與社會資源，從而獲得與其客觀貢獻不相稱的

獎掖，而那些較不知名者所獲得的又遠遜於其客觀貢獻，此亦能解釋男∕女性學

術人員生涯發展之管漏現象。

依據最新的統計數字來看，女性學術人員隨著學術生涯的發展之管漏現象仍

十分明顯，如圖 7 所示。且從圖 7 與圖 4 加以比較對照，會發現女教授的比例長

期以來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 17 - 

 

圖 7　2013 年德國大學男／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Das Statistik-Portal（2014）

鑑於女教授比例偏低的問題，2007 年聯邦議會修正《高等學校基準法》第 3

條與 42 條，宣示高等學校應促進性別平等、消除女性學術人員之不利發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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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強調應提高女性學術人員之比例（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2007）。但徒

法不足以自行，德國女性學術人員比例雖有增長，但在男∕女學術人員比例上仍

處於嚴重失衡現象，這使得 21世紀後有關教授「保障名額規定」議題又死灰復燃，

即規定在各個教授職級或者在學術機構中，女性人數必須達到規定的比例，此從

歷史角度觀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依前述，19 世紀晚期，即曾針對當時的歧視

現象，倡導優先錄取特定群體，例如信仰天主教的私聘講師或是在地人，但該提

議一直遭到大學嚴詞拒絕，被視為學術自由的侵害，並可能損害教授任命所服膺

的功績原則與理性判斷。時至今日，類似提議仍可能引來圍剿，所以對於「學術

界是否需要女性保障名額」的問題，8 位主要學術機構主席有 6 位嚴詞反對，但是

他們主張採用其他的平等策略（Winnacker et al., 2008）。

高等學校校長聯席會（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主席 M. Wintermantel 與

德國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主席 M. Kleiner 表示，保障名額

的做法反倒使得女性被貼上「保障」標籤，進而對其產生不利的標籤化作用，而

且卓越學術應建基於成就表現而非性別；高等學校協會（Hochschulverband）主席B. 

Kempen 則認為，家庭∕學術間難以協調，是女教授人數少的主要原因；馬普協會

（Max-Planck-Gesellschaft）主席 P. Gruss 亦指出：「傑出的學術成就應以客觀的

研究成果，而非透過性別來界定。」（Winnacker et al., 2008: 369）。另外，支持

實施保障名額的兩位受訪者，認為儘管有其他的調節手段，但其實收效甚微，因

此主張設立「女性保障名額」（Winnacker, et al., 2008）。

就前述的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並不支持「女性保障名額」的做法；誠然，

前述舉措是否應該實施見仁見智，但更根本的是，如何透過學術研究揭露女性學

術人員生涯發展之不利結構，並進而加以轉化，以促成性別平等的理想厥為不可

忽視之課題。誠如 Brouns（2007）所指出，從性別角度審視傳統的教授任命制度，

應盡量將擇才標準透明化，且為了落實性別平等，應減少女性在學術界感受到的

文化疏離感，以及減少大學的森嚴職級。

陸、結論

在大學發展的歷史長河，至 20 世紀女教授之任命仍飽受歧視，其學術成就難

以被肯定。至 1950 年代，德國大學女教授比例過低的問題已被留意，且隨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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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與女性運動所帶來的壓力，前述問題才漸為輿論重視，學術機構也才承認並

局部性處理該問題，但男性長期在大學教師體制占主導支配地位仍未動搖，而持

續影響教授任命的評鑑基準。直到 1990 年代末，具有教授備選資格的女性，獲得

教授任命的機會仍遠低於男性，此因學術成就與卓越的認定深具男性色彩，再加

上女性學術網絡貧乏，而導致其學術成果難以獲得相應的重視。

近年來，獲得教授備選資格者的女性比例與首次教授任命的女性比例相近，

此意味著前述問題已大幅改善，但性別間仍然存在著微小卻重要的差別，即女性

常被任命為較低職級的教授，且性別色彩的職級制度也更加森嚴；此因在教授任

命過程中，「天賦異稟」往往被視為男性所獨具，而且學術成果與貢獻的認定受

到社會標準的影響，此導致女性的成就未獲相應的重視，因為在學術成就的評估

上往往遵循各專業的主流、具影響力之專家意見。

在教授任命之不利因素方面，19 世紀的教授任命即存在著因社會出身與宗教

信仰的不公平現象。總體而言，晉升為德國教授需要經歷非常漫長的學術生涯發

展過程，不僅需要博士學位，尚需通過教授備選資格，因此中下階層出身者由於

經濟條件之窘澀，幾乎毫無機會被任命為教授；在宗教信仰因素方面，由於反猶

思想的盛行，猶太出身的私聘講師亦乏機會；再者，由於新教徒居於主導支配地

位，天主教徒在語言和文化學領域亦難以被任命為教授。至 20 世紀下半葉後，宗

教信仰與社會階層做為不利因素已日益減緩，但性別因素仍為不容小覷的不利影

響因素。尤其從最新的統計數字來看，德國女性學術人員隨著學術生涯的發展之

管漏現象仍十分明顯，且女教授的比例雖有改善，但德國女性學術人員的生涯發

展仍是充滿險阻。

前述問題幾乎與大學的存在同其久遠，難以僅僅通過單一的特定政策加以改

善；再者，德國大學不僅女性教授比例偏低，且其最高職級的女性教授比例更是

乏善可陳，不足為臺灣之學習範式，但其勇於透過相關的統計與學術研究，揭露

其沈疴已久的問題、做為未來透明化擇才之準備，應可做為臺灣之借鑑；因為只

有將既存的、普遍被接受的學術傳統和選任標準清晰化，並對此深思熟慮，教授

任命才能持續貫徹性別平等，並從批判角度檢視高等教育與學術之發展，才能產

生更積極的作用，以促進學術與成就的認定更加清晰與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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